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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实秋在 1925 年著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说：“新诗的发生，在文字方面

讲，是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但新诗之所谓新者，不仅在文字方面，即形体上、艺术上亦与

旧诗有不同处。我又要说，诗并无新旧之分，只有中外可辨。我们所谓新诗就是外国式的诗。”

这一论述对于很多研究者的影响便是讨论新诗与现代旧诗关系时都认为“新、旧体诗就是外

来的与民族固有的两种诗形式的蜕变”。
1
然而，历史存在中的新旧诗之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地

可以概括。 



从新诗的生成及发展路径中可以窥见，新诗的产生固然是受到了西方诗学的影响，其外

在形态存在着西语诗歌的自由与韵律的诗学因子。但不能否认的是，新诗发生的内在动力是

来自于民族、国家在历史突变过程中近现代知识分子们的意欲突破传统束缚的开放意识。他

们虽然接受了西方的诗学形态，但无论是白话诗初创时期的胡适、刘大白、周作人，抑或是

后来的郭沫若、徐志摩、冯至、穆旦、艾青等等现代诗人，在他们的深层精神潜意识中的中

国固有美学思维依然发生着作用，并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合了传统的经验和资

源。王尔敏在谈到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态度时指出：“晚清知识分子依据传统思想作

基础，而以西方知识的不同刺激作媒介，从而酝酿出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这种由启发而引

申的理论，自不免往往自圆其说，自我作故，甚至出于臆度猜测。若就历史发展的意义而言，

无论这些学识是浅陋的、模拟的和不成熟的，但却有相当强度的影响力，构成其推动时代的

力量。”
2
王尔敏的论点同样适用于早期热衷于倡导白话诗的知识分子们在新诗构建过程中的

表达形态，他们在接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下，立足点依然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包括语言择

取和精神内涵，由此开创了具有中国特征的现代新诗。于新诗而言，虽然现在来看是多么的

不成熟，但不会抹去它对中国诗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和“推动时代的力量”。与此同时，另

有一大批对古典诗学情有独钟的诗人们在旧体诗被边缘化的状态下仍然坚守着那一块“旧传

统的堡垒”，并在其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积极探索着新诗学因子的汲取，在旧形式中融入

新思想并积极反映新时代中的新事物、新内容和新境界。如果抛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化因素，

他们与新诗人们有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在保存传统文化的同时，力求使旧体诗达到与现代

中国发展的步伐同步。 

因此，新诗与现代旧体诗同样是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历史延续，并不能简

单地定论为“是外来的与民族固有的两种诗形式的蜕变”。新旧两种诗歌形式在现代诗史的发

展进程中一直并行发展，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论争与交往共存、背离与融通同在，虽然在发

展中一直是在两条平行的历史轨迹中各自演进，但二者在语言、形式、思想、内容等方面确

实是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互相借鉴、模仿和会通的努力。 

一、中国古典诗学观与晚近社会变革的现代转换 

在中国古典诗的美学体系中，“言志”和“缘情”一直是两种重要的诗学观念，在不同时代

都对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春秋时期的“诗言志”、“诗以言志”到《毛诗大序》中“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

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的路径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诗学所展现的“志”的变

化以及诗歌创作向“情”的归靠。然而，中国儒学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成为儒

家文艺思想和传统文学的一个基本格调，在这样的文艺观念下，古典诗歌更加强调诗歌的

教化功能。因而，中国古典诗学的主流思想要求诗歌创作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温

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等，这也成为历代诗人所奉行的“诗教”。

《礼记·经解》中说：“孔子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

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温柔

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柔

和。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又云：“此一经以《诗》化民，

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

《诗》教民也。”儒家所规定的这些为诗歌定下了创作的基本格调，即“节情以中”、“率情之

所为未见有益于教也。”古典美学的“中和”范畴，不但强调审美心理的“节情以中”，而且从

根本上注重情性的“温柔敦厚”，将它视为一种人格涵养，认为诗人一旦有了这种胸襟怀



抱，所作的诗文就自然达到“中和”的境界了。  

不论是“温柔敦厚”的人格涵养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哀而不伤”的美学思想都对中

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虽然触及到了文艺审美创作的含蓄蕴

藉、言不尽意的美学特征，但它毕竟是从儒家的政教大义推演出来的。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

的政治构建中，要求文艺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从而使中国古典诗

歌与政治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互为关系。诚如马克思所说：“精神生产开始是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是以一个集团占有其他集团的物质劳动为前提条件的。这样的社会状况决定了精神

生产作为人类生产的独立形式，从一开始就是以社会上一部分即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进行

的。客观上他们总是受着自己所属的统治阶级需要和利益的制约，他们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情

境中进行具有意识实践意义的精神生产。”
3
这种诗教与政教的结合，不可避免地束缚着诗人

的审美精神创造和诗歌的独立自由发展，形成中国传统文人柔弱的文化性格和向内的人格特

征，成为古典诗歌向现代诗学转化的一个痼疾。 

然而，这种情况随着近代以来的国家的动荡而随之被打破。国门洞开之后，中国不再是

一个固步自封的、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不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时期，都与世界各

国家之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关系，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方面都面临着被殖

民（或者说自我殖民）的危险。此时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一种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断

裂”（Iscontinuiti）
4
状态——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中学与西学的“断裂”，更为可怕的是精神

的“断裂”。种种“断裂”使晚清以来的知识分子们在一种极度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寻找的矛盾之

中徘徊，身处于“传统——现代连续体”（traditional-modern continuum）
5
社会境况中的诗人

们创作的诗歌和表达的情绪也随着社会的巨变而发生转变。他们一方面力图承续中国传统人

文精神的人品与诗品的高度统一，强调诗教原则的神圣地位和“诗有恒裁”的美学思想，保持

诗歌形式上的稳定性和诗歌艺术的规范性；另一方面也努力突破古典诗歌面对社会变革与矛

盾时所显现出来的羁绊，寻求古典诗歌向着新思想、新内容、新境界的诉求，“以适应表达

新时代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的要求，又不改变古典诗歌的格律、韵味与风格，于内容与形式

两方面都有革新，又有保留。”
6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把中华民国的建立、“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影

响称之为是“大写日期”（the Date）。在这之后，“那些在疆界的这一边继续用传统方式写作

的人们成了老朽守旧派，和现代世界格格不入，而且他们的作品，因为不合时宜，简直就算

不得数。鲁迅的旧体诗似乎是他‘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附庸，而不是它们的一部分。古典文学

体裁的作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仍然有人写，有人看，有人欣赏，但是却变得无关紧要。

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
7
宇文所安在这里所说的“老朽守旧派”即是那些以古典诗歌范式创作

的旧体诗人。因此，以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和杜赞奇“复线的历史”观来看，民国建立和“五

四”运动以后的旧体诗人（包括他们创作的旧体诗）在这一历史时期是被新的“权力话语”而遮

蔽的另一种“历史叙述”。 

一直以来，作为现代诗歌历史中的另一个历史存在——现代旧诗的发展和演进，比照新

诗的喧嚣热闹景观来说，属于类似于小河流水般波澜不惊，偶尔翻起一些浪花只是作为新诗

的一种补充。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够就因此而否定现代旧体诗的历史存在的合法性。我们

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以摒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其“革命”的立足点，并且是

以颠覆古典诗学为突破口，在一大批激进的文化先行者身体力行的倡导下，白话文、新诗几

乎成为革命的代名词，而旧体诗则沦为批判的“腐朽的骸骨”。吴宓曾悲观地说：“十余年来，

所谓爱国革新之文化运动，已使文言书少人读，旧体诗几乎无人作。……汉文正遭破毁，旧

诗已经灭绝，乃吾侪所认为国家民族全体永久最不幸之事，亦宓个人情志中最悲伤最痛苦之

事。”
8
然而，当历史长河缓慢流过之后，我们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从古典诗学中走出

来的现代旧体诗并没有如吴宓先生认为的那样——走向“灭绝”。事实上，在民国时期直至现



在，在不同的知识群体中依然有着众多的旧体诗人和古典范氏的诗歌创作。胡迎建在《民国

旧体诗史稿》一书中说：“尽管在新文学运动中旧体诗受到冷遇，跌入低谷，但仍有一大批

诗人坚持创作，更多一批新生代学人起而做诗。诗人队伍已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不再如封

建社会那样，以官吏与布衣隐士为主，而是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既有党派、政界人员，也

有受过新式教育的军人，还有新兴工商业者。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大学的逐渐建立，一大

批知识分子进入高教部门，并成为诗作者的主体。”
9
这种历史描述是较为客观而真实的，从

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越来越多的旧体诗人和作品被研究者们挖掘出来，其研究也逐渐浮出

历史地表，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历史中鲜活的一份子。通过对这些旧体诗人和作品的挖掘与研

究，不仅还原了中国现代诗歌历史中的旧体诗发展状态，同时也能够清晰地展现出中国古典

诗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与复杂。 

二、传统诗学的现代化转型 

反观清末民初的社会政治、文化状态，古典诗形式之所以能够在自由体新诗的崛起中依

然保持旺盛的生存能力，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典诗学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其符码已经深刻于

我们的文化精神之中，成为不可磨灭的象征符号，因而它在民众的心目中仍然具有崇高的影

响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也与很多的知识分子们执着地守持传统文化，继而大力推动传统诗

学创作有着极大关系，这些具体表现在清末民初的三次诗学文化运动。 

第一次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诗界革命”。“诗界革命”不仅有明确的理论，而且

还有着大量的诗词创作，为古典诗学在保持传统形式的同时向现代转型提供了借鉴的范式。

在晚清发展起来的众多报刊所形成的“公共空间”中，政治与文化、文学息息相关，政治的图

新带动着文化的革命，文化的革命则通过文学载体表达出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饮冰

室诗话”上的诗界革命主张，更进一步地完善和明确了中国诗学的改革路径，即“以旧风格含

新意境”或曰“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直接把革新文学和革新政治

联系起来，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所揭

示的三大主义，反对“文以载道”，反对八股文的“代圣贤立言”，也就是反对用文学作为宣传

封建主义思想的工具。 

在这种形势下，古典诗学也在文化革命和政治思潮的影响中，其缓慢的进程中表现了变

革的萌动。同时，梁启超在其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了发表诗歌的专栏—

—“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诗界革命”虽然是以诗歌为革命的对象，但同时也使诗歌变

成了文化的焦点。“诗界潮音集”和“饮冰室诗话”两个专栏是晚清时期是改良派诗歌作品发表

和理论倡导重要的公共空间，集中发表了上千首诗歌，为晚清改良派同仁共同公开的创作园

地对中国诗学到现代诗学的转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杨世冀认为：“就史的立场来看，

‘诗界潮音集’中的作品，确已较两年前的谭夏诸人的‘新诗’进步了，在诗的新的坦途未能开

辟以前，在并世诗人们追踪于汉魏唐宋，其进焉者惟知以毕生之力与古人搏斗，欲求一日之

雄的当日，我们已经有了那么大胆杰出的篇什，也真可称为时代的潮音了。”
10
郭延礼在评价

“诗界革命”时认为“诗界潮音集”的存在，“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它的出现对后来黄遵宪‘新体

诗’杂歌谣构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启示。二是直接开启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如秋瑾、高旭、黄

人大量采用‘歌行体’的先声。”
11
 

第二次是由国学保存会发起的国粹运动。1905 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

保存会，在《简章》中称其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并创办了《国粹学报》，黄节在

谈到“国粹学社”的缘起时，就有过“海上学社林立，顾未有言国粹者”
12
之说，因此，黄节等人

极力呼吁复兴国学。秦弓（张中良）在谈到《国粹学报》时就明确指出：“其动机并非单纯的

文化兴趣，而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创办者把‘钩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学术



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的‘存学’之举与‘保种爱国’联系起来。”
13
在“保种、爱国、存

学、救世”的目的下，刊物设有社说、政篇、史篇、学篇、文篇、丛谈、撰录、诗录、诗余等

栏目，很短时间就形成全面的国粹思潮。国学保存会在积极“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行动中，

现代旧体诗词是其重要的内容。在《国粹学报》的“诗录”栏目中云集着众多的著名诗人，如

王闿运、陈三立、郑孝胥、张之洞、严复、樊增祥、范当世等人。同时，在“丛谈”栏目中还

发表了许多关于诗词的评论文章，诗词在国粹运动中俨然成为国粹的代表。 

第三次是南社诸人提倡民族气节、鼓吹反清的革命文学运动。南社成立于 1909 年，以

柳亚子为代表。南社诗人大都是同盟社的成员，因此，他们在高举反清排满的旗帜、倡导民

族气节的革命运动大都是以诗歌为主要工具，为了反清，南社大力提倡民族气节。诚如陈去

病所说，南社“表面虽借诗文相提倡，而实以民族主义为本旨。”
14
从 1910 年 1 月起，创办社

刊《南社丛刻》发表社员的文章和诗词。因为反清革命的需要，柳亚子积极提倡浪漫主义的

诗风。他们以诗文鼓吹新学思潮，宣传爱国主义，强烈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这里应该指出

的是，南社与国粹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成员如柳亚子、黄节、陈去病、诸宗元、黄侃、

吴梅等人都是国粹派的成员，
15
因此，南社诗人们在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同时，也为古典诗

学的现代转型和承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述三次文化运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型，及其民国时期的旧体诗发展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张晖认为：“从诗界革命开始，经过国粹运动，再到南社运动，诗人们对

于改革诗词提出了许多意见，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创作实践，极大地增加诗词在晚清的活力。

在宋诗派、南宋词派和诗界革命以及南社众人的努力下，诗词如何革新迅速成为一个时代的

主题。尽管他们努力的方向不一致，但都促进了诗词在晚清、民初的发展。”
16
 

纵观民国时期现代旧体诗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驼峰式”的四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

1910-1917 年，民国初期的诗歌是清代以来诗歌发展的结果和延续，清代中叶以来的各派在

民初“由于流派的众多、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传统文化‘仅仅剩此一脉’的‘国粹’呈现了短暂的

繁荣，诗人如云，诗作如雨”，诗坛主要是由清末遗老遗少、南社、诗界革命派等诗人组成，

同光体依然是这一时期诗坛的创作主流；第二个时段是 1917-1927 年，这一时段是旧体诗

与白话新诗斗争最为激烈及从高峰跌入低谷逐渐被边缘化的时期，旧体诗创作群体较之上一

时期有所减少，主要集中在高等学府，如北大“马列主义研究会”、中华大学“漫社”等。同时，

新生代的诗人开始努力探讨旧体诗创作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即在传统形式中注入新意识和新

思想；第三个时段是 1927-1937 年，旧体诗在沉寂后呈现出复苏迹象，诗人遍布各个阶层，

包括学者、作家、革命家、政界等诗人，创作开始趋于多样化，主要表现出两条发展脉络，

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诗歌主要表达个人情感，在小范围的交游圈子中互相传送，另一方

面是积极参与社会，对社会的各种事件通过诗歌予以表现；第四个阶段是 1937-1949 年，

这一时期对旧体诗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八年抗战，旧体诗人继承了“兴、观、

群、怨”的优秀传统，在诗歌表达上真实地通过传统艺术手段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各个方

面，因此旧体诗在这一阶段呈现出复兴的态势。从这四个时段来看，旧体诗的发展经历了一

个由高峰跌入低谷，然后由复苏再到复兴的驼峰曲线的过程。现代旧体诗在韵、律、典等传

统形式保持不变的同时，内容逐步嬗变，基本分为两端：其一是语言通俗，尽量贴近大众；

其一是坚持典雅，怡情遣兴以修身，两者在对立中求和谐。诗人们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代

思想意识与新词融注到诗中，从而使旧体诗有了新的活力，在困境中焕发出新的光彩。
17
 

民国时期的现代旧体诗沿袭了晚清以来的发展路径，其作为历史范畴中的古典诗学余

脉一直没有中断过，并在发展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社团和诗人。如成立于清末、在民初迅速

发展的南社，学衡派诸诗人以及“勒马回缰做旧诗”的新文学作家。近 80 年的近代历史，时

代风云急骤变幻，中外战争和国内斗争迭迭爆出骇人心魄的“新闻”，对关切国家命运的人来

说，神经频频被刺激，心态屡有变化，在这种心境或精神氛围中产生的文学，恰与现实的更



迭变化具有同步性，这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动态生活与心态，也促使古典诗学逐渐发生变化，

表现了与古老诗学不同的艺术特征和精神向度。虽然对于晚近诗学，陈子展曾有“这个时期

的旧诗人，无论他的诗学宋，学唐，学六朝，学汉魏，乃至学《诗》、《骚》，无奈他们所处

的时代，总是周、秦、汉、魏、六朝、唐、宋。他们在诗国里辛辛苦苦的工作，不过为旧诗

姑且做一个结束”的论断，
18
然而，在旧诗创作中也有很多诗人追求新的思想、新的内容，也

有一些诗人面对社会变化力图“跟进”的迹象。尤其是对那些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解决文化

上的、诗国中的乃至于希望重振国家富强的诗人，虽说在抵制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运动

中他们也许过于保守，但却不能抹杀他们在诗坛中起到的进步作用。如民初最大的革命团体

——南社诗人，在诗歌“意境”上有了更新和拓展，在诗歌“风格”上也呈现出多向度的尝试。

其中有学习西方诗歌与歌曲而来的“欧化”倾向，有向民间歌谣及其它民间样式如弹词、说唱

学习而来的“俗话”倾向；也有继续保持“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一主导性的近代范式的；还有

尝试实行“我手写吾口”的白话诗的尝试性创作。如此等等，都为旧体诗进入现代阶段提供了

创作、发展的新范式，并表现出与现代新诗绝然不同的诗学风范。 

三、转型时期旧体诗的现代意识 

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中对民国时期的旧体诗特征归纳出三点：政党政治使旧体

诗“带有明显的政治性”；现代学者、教授成为旧体诗队伍的创作主体；现代生活内容“带来诗

作题材、意境、情趣的变化”和拓展。
19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清末民初的旧体诗创作主体（旧

体诗人）如果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具体考察和分析，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

是诗性语言从艰涩古奥趋向于平实浅白的风格，二是诗人在承袭传统意象抒发现实情境的过

程中对意象进行有意识的变形与改造，实现古典诗歌与新时代要求的契合。 

众所周知，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它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

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与古典诗人一样，现代旧体诗人们的诗歌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古典诗

歌意象，如花、月、水、柳、夜、楼、桥等等。然而，任何意象的存在都有一定的空间形式。

把意象置于何种时空坐标上，体现着某个诗人的特定心态。这些传统意象在现代旧体诗人们

的诗歌中也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形态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也反映出诗

人的内在精神在现实中的转变。下面我们仅以“落花”这一传统意象为例，具体分析古典诗学

在现代转型中的美学特征，以及知识分子们呈现出来的复杂心态。 

自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一句开始，“落花”便成为诗人经

常入诗的意象，到了盛唐，“落花”意象更是屡见不鲜，“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轻柔而舒

缓，“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表现了诗人飘零孤寂的心境，明代弘治年间唐寅和

吴中才子们将“落花”意象更是推向高潮，著有《落花诗》30 首
20
，以春归花落为聚点，展开

丰富的联想，反复描绘暮春时节落花飘零的景象，抒发惜春、留春、游春、伤春的情思，表

达对古今无数绝代佳人的同情，寄寓了青春易逝、怀才不遇的感叹，流露出看穿忧患、繁华

一梦的“色空”思想。“和诗三十愁千万，肠断春风谁得知？”“多少好花应落尽，不曾遇着赏

花人。”“休向东风诉恩怨，自来春梦不分明。”“控诉欲呼天北极，胭脂都付水东流。”等诗句

都是对“落花”的哀婉叹惜和对身世的感怀之语。明清易代之时，归庄和王夫之将“落花”意象

推向更高的层次，归庄著有《落花诗》16 首
21
，王夫之著有题为《正落花诗》、《续落花诗》、

《广落花诗》、《寄咏落花》、《落花诨体》、《补落花诗》等共计 99 首
22
。归庄在《落花诗序》

中历数宋、明两代的落花诗，称之“亦已穷态极致，竞美争奇，后有作者，殆难措手”。“江南

春老叹红稀，树底残英高下飞。燕蹴莺衔何太急!溷多茵少竟安归?阑干晓露芳条冷，池馆斜

阳绿荫肥。静掩蓬门独惆怅，从他芳草自菲菲。”借“落花”表达了诗人对抗清志士飘零失散和

世道恶浊的哀叹。清代诗人袁枚也有两组共 20 首落花诗
23
。“江南有客惜年华，三月凭栏日



易斜。”“不受深闺女儿怜，自开自落自年年。”“不妨身世竟离群，开满香心已十分。”“升沉何

必感云泥，到眼风光剪不齐。”等诗句在惜春伤时中展现了诗人洒脱自适心态的自白。龚自

珍也以落花诗称于世，与前几位明清诗人相比，他的落花诗数量虽然不多，却最具独创性和

影响力，歌行体《西郊落花歌》中描写看到落花时“失色神痴”的情景，以出人意表的比喻营

构了瑰丽壮观的落花景象：“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四万八千天女洗脸罢，

齐向此地倾胭脂。奇龙怪凤爱飘泊，琴高之鲤何反欲上天为?玉皇宫中空若洗，三十六界无

一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忧患，恍惚怪诞百出无穷期。”最后诗人表达了“安得树有不尽之

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常是落花时！”的愿望。梁文宇在谈到明清“落花诗”时指出：“一

些人生失意的明清文人中滋长着一股与主流社会疏离的心理潜流，从生活道路、生活情趣与

主流社会的疏离，到思想观念、生活理想与主流价值取向的疏离，疏离的倾向渐强，渐远，

渐自觉。”
24
应该说，这种疏离心态及其诗作对清末民初的诗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清末民初时期诗人笔下的“落花”意象已经完全失去了古典意象中感时伤春和轻

柔舒缓的形态，而且在诗人心理上较明清诗人对社会主流疏离的心态更加深入了一步，这种

疏离更多地是在对传统文化守持中的无根心态的表现。因此，转而成为诗人悲情的“落花”，

呈现出一种残败的心象景致。“春雨杏花零落尽”，“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表

达了诗人身处动荡社会中对传统文化的依恋的心情写照。如黄节的《三月三十日过崇效寺看

牡丹多已披谢》中云： 

莲根未长秦蘅老，况汝残开已不堪。 

剩与桃梨同沆瀣，尚留憔悴对瞿昙。 

蝶阑向瞑知谁过，燕语无眠却独谙。 

错被玉人回面看，不如漂泊满江南。 

通过拟人的手法描写了牡丹的凋残，牡丹与桃李餐风露宿，憔悴的花容默然地面对着寺中的

泥佛，描摹传神地写出了诗人孤寂的心情。再如“一雪助花消朔气，无人倚竹共天寒”（《残

梅》），漫天的雪花映白了天地，虽然为梅花消除了寒气，然而却无人与他一同观梅，此种寂

寥心情只有诗人自己能够明白。描写“落花”的诗还有姚石子的《落花》：“潇潇落叶又惊秋，

百感茫茫怕上楼。衰柳临风看不得，一重烟雨一重愁。”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人写了落花诗，

如陈三立的《送别湘绮丈还山》、《诵樊山涛园落花诗讫戏题一绝》，瞿鸿禨《效二宋体落花

诗二首》、柳亚子的《重过杏花楼感悼亚云蜕庵两亡友》文廷式的《落花诗十二首》、沈瑜庆

《和樊山落花诗四首》、陈曾寿的《落花四首》等等。         

前人云：“古人绝妙诗文，多在骨肉离别生死间。”然而当诗人在身处摇落之际所作的

诗文，“回首已不堪，前路亦无聊”，常常是字字可以生发，这样的诗歌同样绝妙。 吴宓

的《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步陈寅恪兄己丑元旦诗韵》一诗有云： 

馀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 

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 

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 

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
25
 

这首诗是吴宓为保存中国文化为其一生志愿而发出的真实写照。《吴宓日记》民国三年（1914）

二月五日记：“近日愈看得《论语》《孟子》等经书价值至高，……且皆系对於今时对症下药。”
26

《吴宓自编年谱》：“梅（光迪）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

想之高深，中国旧风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书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

复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宓十

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
27
 

陈宝琛作于 1919 年和 1924 年的《前落花诗四首》、《后落花诗四首》以落花、惜春，喻

说清朝之衰亡及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它将士人甲乙之际、鼎革之时的凄凉心境刻画无遗。



如《前落花诗四首》之四： 

流水前溪去不留，馀香骀荡碧池头。 

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 

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 

庇根枝叶烦珍护，长夏阴成且少休。 

叶嘉莹说：“昔人诗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对于花，我也觉得枝头上憔悴

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
28
事实上，清末民初时期的

陈宝琛、王国维、吴宓等知识分子们就分别处于这样的难堪境地。陈宝琛借“落花”意象写出

了他们这种摇落之感：“生灭原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

网虫，雨里罗衾寒不耐，春阑金缕曲方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前落

花诗四首》之三）“恨紫愁红又一时，开犹溅泪落滋悲。世情起灭优昙幻，风信蹉跎苦楝迟。

水面成文随处可，泥中多日自家知。绿阴回首池塘换，忍覆长安乱后棋。”（《后落花诗四首》

之一）抚时感事，比物达情，神理自超，趣味弥永。 

在古典诗人们对“落花”意象的情有独钟时，我们不难发现在诗中所深深地隐含着的一种

“奇服自将孤往意，零花犹恋旧栽枝”的心态，正所谓“疏枝寒彻骨，老干冷飞花”，面对传统

文化的日渐衰微和新诗的巨大压力下，他们思考的是古典诗歌如何向现代转型的同时又不丢

弃传统文化，在这样难以抉择中，身袭新旧两种文化压力的诗人们的内心是矛盾而彷徨的，

也是“花黯乾坤野马飞，春江凭眺故依依”（章太炎《漫兴一首》）的心态写照。 

通过对“落花”意象在这一时期内涵的转变可以对秉持古典诗学的诗人们在转型时期的

心态窥见一斑。应该说，他们那种焦虑、矛盾、彷徨的心态一直伴随着诗人们的精神路径并

深深印刻在后来的旧体诗创作之中。我们再来看那些新诗人们对旧体诗的态度也能够说明一

些问题，旧体的形式在他们的精神之中也是挥之不去的。 

郭沫若可以说是白话新诗和现代旧诗创作的领军人物，他在创作“与旧诗词相去最远的

形式”（闻一多）的同时，还写有 1400 首的旧体诗，
29
其中优秀之作也远远要多于他的新体

诗。他在谈到自己写作旧体诗的缘由时说：“进入中年以后，我每每做些旧体诗。这倒不是

出于‘骸骨的迷恋’，而是当诗的浪潮在我的心中袭击的时候，我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把意

境表现出来。诗的灵魂在空中激荡着，迫不得已只好寄居在畸形的‘铁拐李’的躯壳里。”
30
这

种心态可以说是现代诗人在新旧诗学取舍时的矛盾境遇，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中国古典诗

学范式在现代诗歌创作的可行性，旧体诗写作从根本上来说仍旧是自我心灵的真实书写，至

于形式之商榷大可视为一种外在之虚饰。与自由体白话新诗相比较而言，古典诗歌的诗体形

式是经历千年的完整的诗歌系统，刘纳认为“旧体诗‘二—二’、‘二—三’、‘二—二—三’的基本

句法规则及清浊平仄的格律限制形成了它独特的表达功能。它的语言组合方式特别有助于形

成词语的诗性效果。在旧体诗定型化的表达方式和它所对应的情感现象之间，早就建立起了

密不可分的联系。”
31
这也是为什么每每在特殊的时段或心境下，诗人们总是能够轻巧地驾驭

语言用旧形式来抒发情怀的原因所在。茅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说：“谈到诗，我向来提倡

写新诗，不主张青年学旧体诗，但作为个人的爱好，却也有时口占几句，聊以志感。二三十

年代，随写随丢，都散失了。抗战时在桂林，与亚子等友人咏吟唱和，才得稍有保存。现在

看来，那时写的旧体诗倒比我在桂林写的其它文章更显露了自己的情感。”
32
新诗坛的典型诗

人臧克家可谓是诗歌创作的“两面派”，他在晚年的时候曾明确说：“有些境界，用新诗写出来

淡而无味，如果出之以旧体，可能成为精品。”
33
上述新诗坛诗人们对旧体诗所表现出来的态

度，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现代旧体诗参与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价值所在，因为现代诗人的旧

体诗创作不论从语言、意象、审美等层面已经逐渐远离古典情致的束缚，他们的诗歌创作不

论是对内心的写照还是对现实的观望都是立足于当下视野的真实抒写，而非对古典诗学的模

仿、照搬。 



四、结语 

古典诗学发展到清末民初时期，不论从内涵、外延来说，能够伸展的空间毕竟已经不大。

任你是才华绝代背着这几千年沉重的镣铐，转身都是难得，更谈不上自由地舞动了，能有个

不同的表情，独特的手势，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古

典诗学，从精神内涵而言，它已经不仅仅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而是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的文

化符号，并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基因，它以有别于其他种族的大写的形式外化于

世界文化之林。同时，掀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们为了变革社会形态、挽救民

族于危亡时刻，力求从根基上颠覆桎梏了华夏几千年的坚如磐石的旧文化系统也正是从古典

诗歌这一古老的文体开始，他们所做出种种努力的最终迸发（具有社会功能性的新诗）就是

后来新诗的产生。于自由体新诗而言，不论开辟鸿蒙之时是如何的幼稚、如何的天真，毕竟

那新的路径给中国诗歌注入了活力。 

由此来看，古典诗学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新旧诗人表面看来似乎是“天敌”——正如后来

新旧诗体共存时的对抗状态所昭示的那样。但从历史发展的视域来说，他们做着的是同样的

事。文学史上有大量这样的现象，某一段文学，某一个作家，或者一批作家，他们的成就并

不高，但是却构成了文学演变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很关键的一个环节，从近代

到五四这一段时期新旧诗学的互为替代、交织，就是在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大转折的链条上一

个重要的一环。对于这个时期的人，他们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为中国诗学“新”素质的出现而做

出的种种努力，而不是与李杜一样光耀千古的诗歌技艺。 

并且，历史的演进总是处于一种多维的多向度的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任何事物处于历

史之中不会只是单向维度的线性发展，而应该是多向维度的融会贯通、互为发展。作为历史

发展链条中的文学进程同样如此。一方面，文学史现象是处于一种变化之中，同时受到各种

因素的影响。闻一多 1940 年在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文学史为整个文化史中

之一环，故研究某时期之文学史，同时必须顾及此期中其他诸文化部门之种种现象。……就

其社会背景，或思想潮流等方面，详加分析，求其相互的关系，庶使文学得成为一种有机体

的历史……”。
34
另一方面，在历史进程中，空间、时间构成多维网状结构，由“或然性”和“必

然性”在时空中构成了结构中的一个节点，这一节点在历史的进程中，便是或大或小的一个

历史事件，时空在同向演进时，可以清晰明了地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而时空有时并非是按

照人类思维方式有顺序的渐进发展，这样就会看到历史本身显现出来的复杂状态。中国现代

诗歌的生成和演变同样如此，新旧诗学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动态呈现亦即说明：古典诗学清末

民初时期的二元分化是在社会的政治、文化、语言以及民族精神的共同作用下向现代诗学转

型的，无论是具有民族审美情怀和民族语言特质的现代旧体诗还是以西方诗学为楷模来启迪

民众思想的自由体新诗都是中国现代诗学中不可或缺的一脉，它们共同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古

典诗学的现代转型和现代诗歌复杂而曲折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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